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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建言行为的结果及其调节机制* 

李方君  郑粉芳  杨倩怡  王舒曼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632) 

摘  要  该文从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对员工建言行为结果的研究进行综述。个体层面建言结果大致可以分为

五个方面：员工绩效、工作态度、人际关系、建言采纳和后续建言行为; 群体层面的结果主要包括群体绩效、

群体创新和群体离职。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在群体层面, 建言对其结果的影响研究结论都不尽一致。个体

层面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可能是受建言特点(类型和策略)、建言者身份、建言对象反应、建言情境等调节因素

的影响; 群体层面结论的不一致可能归因于建言对象和管理者可用资源等的调节作用。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

索管理者对建言不同类型反应的原因, 探究群体建言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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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 科技的高速发展、市场的瞬息万变、

客户需求的个性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显著的特

征。为了成功应对这些挑战, 组织越来越需要全

体员工献言献策(段锦云, 张晨, 徐悦, 2016)。员

工建言行为(employee voice behavior)是指员工主

动地提出一些建议、意见或想法以改善其所在团

队、部门或组织的现状(Lepine & van Dyne, 2001)。

这些自下而上的信息是管理者决策的重要智力资

源、组织学习和创新的推动力、组织绩效提升的

可靠保障(Bashshur & Oc, 2015; Kaufman, 2015; 

Lepine & van Dyne, 1998; Liang, 2007; 段锦云, 

2012)。 

近年来, 员工建言行为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

的关注(如 Kaufman, 2015; Mowbray, Wilkinson, & 

Tse, 2015; Ng & Feldman, 2012; 段锦云, 2011, 

2012; 李锐, 凌文辁, 柳士顺, 2009; 梁建, 2014; 

凌斌, 段锦云, 朱月龙, 2010; 严丹, 2012; 严丹, 

黄培伦, 2011; 于静静, 赵曙明, 2013; 周浩, 龙立

荣, 2013)。学者们从角色外行为(van Dyne, Kamdar,  

& Joireman, 2008)、前瞻行为(Parker & Col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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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Tornau & Frese, 2013)、EVLN 模型(Exit, 

Voice, Loyalty, & Neglect; Hirschman, 1970)、信息

网络(Network, Venkataramani & Tangirala, 2010)、

计划行为(Liang, 2007; Liang, Farh, & Farh, 2012)、

印象管理(Grant & Mayer, 2009)、社会交换(Blau, 

1964)等理论视角探讨了什么样的情境和个人因

素(如组织类型、领导开放性、道德领导、真诚领

导、心理安全感、主动性人格、工作满意度、组

织承诺感、支持性氛围等)可以促进和激励做出员

工建言行为。学者们对建言的前因研究进行了全

面的梳理和整合(如 Kaufman, 2015; Morrison, 2011; 

段锦云, 张倩, 2012; 傅强, 段锦云, 田晓明, 2012; 

于静静, 赵曙明, 2013)。这些研究极大增强我们对

建言行为产生机制的理解。 

遗憾的是, 总体上只有较少的研究关注于建

言的后果 , 且这些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如 Erez, 

Lepine, & Elms, 2002; Liang, 2007; Podsakoff, 

Whiting, Podsakoff, & Mishra, 2011)。这些零散的、

甚至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结果阻碍了建言进一步的

研究。在管理实践中, 这些研究结果未能澄清员

工建言对个人、组织影响的性质和方向, 管理者

也就无从发挥建言的潜在价值。为此, 本文系统

梳理了建言的结果以推进建言研究及管理实践。

具体来说, 本文从不同(个体和群体)层面呈现相

关研究的结论, 并整理了个体和群体层面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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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个体层面, 如建言特点、建言者身份、建言

对象反应、建言情境等; 群体层面, 如建言对象、

管理者可用资源等), 梳理出建言结果并构建其调

节机制的模型, 试图为未来的研究和管理实践提

供一些启示。 

2  个体层面的建言结果及调节因素 

2.1  个体结果 

个体层面的建言结果主要包括建言对象的反

应和建言者建言后的心理及行为反应。面对员工

的建议、意见和想法, 建言对象可能采纳也可能

拒绝, 可能认为建言者是忠诚也可能是威胁。对

于建言者而言 , 建言后可能感受到更多的控制

感、公平感、满意感, 也可能是耗竭感、被忽视

感等。本文将从员工绩效、工作态度、人际关系、

建言采纳及后续建言行为五个方面综述员工建言

行为在个体层面的结果。 

2.1.1  员工绩效 

工作绩效在建言结果变量中研究最为广泛 , 

然而对其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有的发现建言提

升建言者绩效(Ng & Feldman, 2012; Podsakoff et 

al., 2011; Whiting, Podsakoff, & Pierce, 2008), 而

有的则发现建言削弱建言者绩效 (Burris, 2012; 

Lin & Johnson, 2015; Seibert, Kraimer, & Crant, 

2001)。 

建言促进绩效的原因有二：第一, 从社会交

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来看, 建言被管理

者认为是员工忠诚和贡献的表现(Chamberlin, Nweton, 

& Lepine, 2017), 为回报员工这一行为, 管理者

往往会给予建言者较高的绩效评价(Grant, Parker, 

& Collins, 2009; LePine & van Dyne, 1998; Whiting 

et al., 2008)。Podsakoff 等(2011)模拟招聘的实验

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 招聘官认为那些表现出较

多建言行为的候选人工作能力更强, 对其整体评

价也更高。第二 , 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将建言看成一种“资源寻求”行为, 

认为建言使员工获得更多的资源(如对工作的控

制感、地位、尊重), 这有助员工完成工作任务, 进

而提高员工的绩效(Ng & Feldman, 2012)。 

建言降低绩效的原因也有二：第一, 员工建

言行为可能被管理者知觉成冒犯行为, 是对现有

管理者及其政策的挑战, 进而给予报复性地低绩

效评价。具体来说, 建言的目的是改善组织, 为了

达到这一目的, 建言内容难免会直接或间接地涉

及到现有工作程序、政策或运作方式的不足。这会

引起负责“现状”的管理者的不满, 进而给予较低的

绩效评价, 以报复建言员工(Mackenzie, Podsakoff, 

& Podsakoff, 2011)。Burris (2012)的两个实验室研

究结果表明, 相对于支持型建言(supportive voice), 

挑战型建言(challenging voice)尤其会降低管理者

对建言者的绩效评定。第二, 建言是一种认知资

源消耗行为：员工从发现问题、想出可能的解决

方案到思考合适的建言方式都需要消耗大量资源, 

这会减少员工用于完成工作任务的时间和精力 , 

进而降低其绩效表现(Lin & Johnson, 2015)。 

2.1.2  工作态度 

建言对建言者工作态度影响的研究结果较为一

致：Cheng, Lu, Chang 和 Johnstone (2013)发现建言

正向影响建言者工作敬业度(job involvement); 元分

析结果也显示, 建言和工作满意度(job satisfaction)、

组织情感承诺(organizational affective commitment)

呈正相关(Ng & Feldman, 2012; Thomas, Whitman, 

& Viswesvaran, 2010; 段锦云, 王重鸣, 钟建安, 

2007); Cody 和 McGarry (2012)用学生样本发现个

体自主发言能够增强自信。可能的解释是拥有表

达意见的机会让员工体会到了更高的公平感、价

值感和对工作的控制感(Avery & Quiñones, 2002)。 

但也有研究指出, 某些情况下(如管理者不重

视员工的建言)的建言行为反而会降低员工组织

承诺感、增强员工的离职意向(Burris, Detert, & 

Romney, 2013)。 

2.1.3  人际关系 

工作场所中的人际关系主要分为同事关系和

上下级关系, 因在组织中的职责、互动内容和频

率不同, 建言对不同人际关系的影响也不一样。 

平级即同事之间的建言能够共享信息、分享

经验, 从而帮助员工积累技能、激发创造力(Burris, 

Rockmann, & Kimmons, 2017; Detert, Burris, 

Harrison, & Martin, 2013); 而且, 当建言的内容

(工作流程的改善方法、办公环境的改进措施等)

给同事带来利益, 可能会加强人际关系, 提高组

织融洽(Morrison, Wheeler-Smith, & Kamdar, 2011)。

另一方面, 害怕被视为麻烦制造者或抱怨者、害

怕建言内容破坏人际关系是员工保持沉默的重要

原因(LePine & van Dyne, 1998; Milliken, Morrison, 

& Hewl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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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下级关系中 , Cheng 等(2013)使用上下

级配对数据发现员工建言能够增加领导成员交换

(leader–member exchange), Ng 和 Feldman (2012)

的元分析也得出相似的结论。Burris (2012)进一步

探究了建言类型对上下级关系的影响 , 结果发

现：支持型建言与上级感知到的忠诚呈正向关系, 

挑战型建言与其感知到的威胁呈正向关系。 

2.1.4  建言采纳 

建言能够对组织产生积极影响的一个重要前

提是建言对象(通常是管理者)对建言的关注、认

可、支持、采纳或实施(张龙, 李想, 2016), 即建

言采纳(voice endorsement)。然而, 实际情况中建

言对象并不总是采纳员工的建言, 有的时候他们

会采纳, 另一些时候他们会选择忽略或拒绝(Burris, 

2012; Howell, Harrison, Burris, & Detert, 2015; 易

洋, 朱蕾, 2015)。 

2.1.5  后续建言行为  

建言行为的成功与否也会影响到后续的建言

行为。从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self-efficacy theory)

来看, 上级对建言的积极回应(代表建言行为的成

功)会增强员工的效能感; 同时, 管理者的积极回

应是组织重视员工意见的表现, 尤其当建言被采

纳并实施后, 能够增强员工的组织价值感(Morrison 

& Milliken, 2000), 进而促进员工产生更多的建言

行为。反之, 消极的建言回应(如忽视、回避、拒

绝)加重了员工的挫败感(Milliken et al., 2003), 可

能会减少员工后续的建言行为。另外, 自我消耗

理论(ego depletion theory)认为建言行为对员工心

理能量的消耗 , 会减少后续的建言行为 (Lin & 

Johnson, 2015)。 

综上, 个体层面的建言结果并不一致。究竟

是什么调节因素导致这些不一致？又该如何把握

以上因素？ 

2.2  建言个体结果的调节因素 

以改善为目的、以变革为导向的建言行为本

质上也是一种信息沟通和说服行为(张龙 , 李想 , 

2016), 而影响说服效果的四要素分别对应建言过

程中的建言特点、建言者身份、建言对象反应、

建言情境。本文将从以上角度梳理个体层面的调

节变量。 

2.2.1  建言特点 

(1)建言类型。相对于促进型和支持型建言

(promotive and supportive voice), 防御型和挑战

型建言(defensive and challenging voice)更有可能

引发建言对象的抵触, 从而拒绝建言(Burris, 2012; 

Maynes & Podsakoff, 2014)。 

(2)建言内容。建言内容也是影响管理者建言

价值感知及建言采纳的重要因素。Burris 等(2017)

通过一个定性研究和两个定量研究表明：有关工

作单位(work unit)的建言内容能够得到管理者的

积极回应, 有关职位的建言内容则得到管理者的

消极回应(如直接惩罚或不采取行动)。同时, 建言

内容的重要性越高、实施建言所需的资源越少、

实施时需要团队协作的程度越低, 建言采纳的可

能性就越高。 

(3)建言策略的调节作用。当建言员工采用理

性说服策略, 借助严密的逻辑和清楚的事实表明

建议的可行性时 , 建言易被采纳 (易洋 , 朱蕾 , 

2015)。同样, 与单纯提出问题的员工相比, 能够

给出解决方案的员工的绩效评价更高 (Whiting, 

Maynes, Podsakoff, & Podsakoff, 2012)。与攻击的

态度相比, 下属温和的建言态度更易使上级采纳

建言(Sijbom, Janssen, & van Yperen, 2015)。 

2.2.2  建言者身份 

来自美国样本的数据显示, 建言者的身份特

征(如种族、性别等)会调节建言和建言识别的关

系：相对于黑人和男性, 白人和女性的建言更易

被识别(即提出改善建议的频率、提出新观点的频

率、建言价值都相对较高) (Howell et al., 2015); 

此外, 专业能力较高、值得信任的员工建言时能

够得到较高的绩效评价(Whiting et al., 2012)。 

2.2.3  建言对象心理行为反应 

(1) 建 言 动 机 归 因 。 上 级 动 机 归 因 理 论

(supervisor–attributed motivation theory)指出, 上

级对员工的行为存在亲社会动机和自我印象管理

动机两种归因方式(Cheng et al., 2013; Grant et al., 

2009; Maynes & Podsakoff, 2014)。研究表明, 当

上级将员工建言的原因归于前者, 上级易接受建

言; 归因于后者 , 上级偏向于拒绝建言(Grant & 

Mayer, 2009; Lam, Huang, & Snape, 2007)。严瑜和

何亚男(2016)则对建言动机进行了积极和消极的

区分：亲社会动机、组织关心动机属于积极动机, 

印象管理动机、疏离性动机、自我保护动机和挑

战性动机则属于消极动机。建言对象感知到积极

动机, 则会对建言做出表扬/认可、执行和奖赏等

积极反应; 反之, 则会做出批评/惩罚、忽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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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等消极反应。 

(2)管理自我效能感。低管理自我效能感的管

理者, 征求和实施员工建议的可能性更小, 诋毁

建言员工的可能性更大 (Fast, Burris, & Bartel, 

2015)。 

(3)管理者成就动机。Sijbom 等人(2015)认为

管理者的目标不同, 对建言的态度也不同：绩效

目标 (performance goal)的上级拒绝员工的建言 , 

而掌握目标(mastery goal)的上级会采纳建言。 

(4)“伪建言”。上级提供建言机会却不打算接

受或采纳员工建言的行为即为“伪建言”。感知到

上级“伪建言”的员工会产生被欺骗、不信任和生

气等消极情绪, 这些都会造成员工对组织建言氛

围的负面评价, 进而选择沉默(Detert & Treviño, 

2010)。 

2.2.4  建言情境 

(1)建言时机。相比马后炮的“睿智”, 在决策

早期建言并为组织留有充分讨论、提前采取预防

措施的时间, 此类员工能够得到较高的绩效评价

(Grant et al., 2009; Whiting et al., 2012)。 

(2)组织氛围。在高权力距离的组织中, 管理

者将员工的建言视为冒犯和挑战, 故而拒绝采纳

建言(周建涛, 廖剑桥, 2012)。 

3  群体层面的建言结果 

目前 , 关于工作群组 (work group, team, 或

work unit)和组织层面的建言结果研究较少, 且二

者在作用机制上有其相似性。为了更直观地说明

这两个层面的建言结果, 本文将其合二为一, 统

称为群体层面的建言结果。 

相比个体层面建言结果, 现有的群体研究较

少, 且主要集中在群体绩效、创新和离职率三方面

上; 同时, 研究结论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为了更

好地解释群体建言结论不一致的原因, 本文将群

体建言发挥作用的过程分为信息加工和想法实施

两个阶段, 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相应的调节因素。 

3.1  群体结果 

3.1.1  群体绩效 

Erez 等人(2002), Frazier 和 Bowler (2015), 

Walumbwa, Morrison 和 Christensen (2012)均发现

团队建言正向影响团队绩效。类似地, Lam 和 Mayer 

(2014)发现 , 经理根据医院工作人员反馈的顾客

问题和意见做出相应调整和改善能够提高顾客的服

务体验, 从而显著提高了医院的服务绩效。另外, 

Chen 和 Hou (2016)研究了一种新的建言类型——

道德建言, 并发现群体道德建言积极影响群体道

德绩效。Li, Liao, Tangirala 和 Firth (2017)研究结

果显示, 促进型建言正向影响生产绩效, 抑制型

建言正向影响安全绩效。然而, 也有一些研究发

现群体建言与群体绩效的相关不显著, 如, Liang 

(2007)从 59 个零售分店的数据中发现建言行为对

分店的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Li (2014)利用 79 个团

队的数据发现, 团队建言并不能显著地预测团队

绩效。 

Mackenzie 等(2011)发现建言与团队任务绩

效呈倒 U 曲线关系：曲线由低到顶点的原因是建

言的积极作用占优势(创造性建言能够重新审视

组织的流程, 改善和提高组织的决策), 从顶点开

始下降是因为建言的挑战性造成人际冲突的消极

影响加大。 

3.1.2  群体学习与创新 

建言是员工建设性意见的自主表达, 团队通

过这种社会互动形式促使员工交换观点、交流意

见、分享经验, 能够加快团队学习、促进组织创

新(Nguyen, Chen, & de Cremer, 2017; Rasheed, 

Shahzad, Conroy, Nadeem, & Siddique, 2017)。

Rasheed 等人(2017)的研究支持如上观点, 建言显

著正向影响组织创新。Nguyen 等(2017)则把建言

作为冲突管理的机制之一：一方面, 建言增强同

事之间的了解、加强情感联结; 另一方面, 员工通

过分享经验和学习失败以促进能力提高和创新 , 

这些都有助于新产品开发。Edmondson (2003)也

发现, 建言作为团队学习的一个过程, 是团队实

施新技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与团队负责人的指

导、跨界交流相比)。 

3.1.3  群体离职率 

McClean, Burris 和 Detert (2013)等探讨了群

体层面建言与离职率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 总

体上群体建言与员工离职率的关系并不显著。 

3.2  群体结果的调节因素 

本质上讲, 员工建言最直接的结果是产生改

善导向的信息, 而这些信息要发生积极作用需经

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息加工阶段, 这些

潜在有价值的信息需要被相关人员(可能是管理

者也可能是团队成员)注意到并筛选和有效整合; 

第二个阶段是想法实施阶段, 相关人员要有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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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机、资源和执行力去将这些有价值的想法有

效实施。本文将沿着这两个阶段组织已有的调节

因素。 

3.2.1  信息加工阶段 

(1)建言对象的认知资源。建言能否被注意并

采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言对象的认知资源。因

为对建言的加工是一种高认知资源消耗活动, 当

管理者被占用的认知资源越多, 加工团队建言内

容的资源就会越少, 采纳建言及进行变革的可能

性也就越低(Li, 2014)。类似地, Kim, MacDuffie 和

Pil (2010)以组装一辆车的时长来测量团队的劳动

生产力, 结果发现：团队建言(team voice, 指与工

作相关的建议 )和代表建言 (representative voice, 

指与组织中的重大议题有关的建议 , 如业务外

包、技术变革等)对劳动生产力的主效应不显著, 

但交互作用显著, 且二者是竞争关系, 即当代表

性建言水平较低时, 团队建言和生产力的正向关

系增强。但两个建言水平双低时, 生产力也是最

低的。 

(2)建言类型。同个体层面相似, 建言类型是

影响建言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Chamberlin 等人

(2017)的元分析发现 , 促进型建言对工作绩效呈

正向关系 , 抑制性建言与之呈负向关系。Li 等

(2017)从调节焦点理论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出发, 认为建言类型对绩效的影响不同：促进型

建言和生产绩效正相关, 抑制型建言和安全绩效

正相关。 

3.2.2  想法实施阶段 

(1)正确的建言对象。正确的建言对象是成功

建言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组织层级中, 与同事相

比, 上级拥有更高的权力和更丰富的资源, 更有

能力根据员工的建言推动组织学习, 提高组织效

率; 另一方面, 就算自身资源不足, 也有更多的向

其上级转达建言的机会 (Burris, 2012; Morrison, 

2011)。而平级同事间的建言尽管短期内能够舒缓

员工心情, 但缺少引发变革的资源与机会造成的

无力感相互传染, 则会挫伤工作积极性; 同时, 过

多的建言也使员工脱离本职工作, 导致工作绩效

的下降。Detert 等(2013)的研究数据支持了以上结

论, 平级建言(lateral advice)与团队绩效呈负相关, 

上级建言(upward flow of advice)与之呈正相关。 

(2)管理者的回应能力。上述“管理者拥有组织

资源的多少”这一要素加上“管理者是否参与决

策”和“该管理团队是否以变革为导向”是员工衡

量上级回应建言意愿和能力的重要标准, 而这种回

应能力调节建言和组织离职率的关系：当管理者

回应建言的能力和意愿水平较高时, 建言与离职率

呈负相关, 反之则为正相关(McClean et al., 2013)。 

因此, 根据以上对建言研究的回顾, 我们整

理出建言及其结果的作用机制, 如图 1 所示。 

 

 
 

图 1  建言结果及调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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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展望 

通过综述我们发现, 现在对于员工建言行为

在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结果的研究比较薄弱, 建

言发生作用的机制及边界条件还有待探讨。结合

以上综述, 该文呼吁在如下几个方面对建言进行

更深入地研究。 

4.1  管理者对不同建言类型的回应 

Liang (2007)将建言分为促进型建言和抑制

型建言。前者固然能提出改善工作流程、提升组

织能力的建设性意见, 后者也能让组织防患于未

然, 避免出现重大的消极损失。虽说如此, 在实证

研究中抑制型建言的效果似乎并不好(Chamberlin 

et al., 2017; Li, 2014)。部分原因可能是, 相对于那

些促进型建言者 , 抑制型建言者往往被视为“麻

烦制造者”, 其建言的内容也不受到重视(Burris, 

2012), 这对员工工作态度和组织的长远发展都是

不利的。如何消除管理者对抑制型建言的心理障

碍是未来一个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4.2  群体建言作用机制 

本文将群体建言的作用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信息加工阶段和想法实施阶段。这一假设模型还

缺乏实证证据的支持, 未来的研究可以将这两个

阶段放在一个统一的模型中进行检验。另外也可

以就具体某一阶段进行研究。 

例如, 在信息加工阶段, 现有研究较少从建

言质量方面去考虑。大量学者研究的焦点集中在

建言行为本身, 而对建言行为的数量和质量考虑

较少。管理者和群体成员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Li, 

2014; Ng & Feldman, 2012), 高数量、低质量的建

言只会成为群体的“工作噪音”或“工作垃圾”, 加

重认知负担 , 降低工作效率; 反之 , 优质高效的

建言能激发员工信息共享、学习和创新, 从而提

高团队和组织绩效。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建

言质量这一全新的视角扩充建言这一构念, 开发

相应的测量工具, 并探讨对群体结果的影响。再

比如 , 在想法实施阶段 , 管理者的不同特点 , 如

执行力、调节焦点、控制点、权力动机也可能会

影响想法实施的效果。 

4.3  群体结果的扩展 

一方面, 建言的群体结果研究数量相对较少, 

无法充分说明群体建言的效果。另一方面, 现有

建言的群体结果主要集中在绩效、创新和离职方

面, 研究面较窄, 也就无法全面表现群体建言的

作用范围。因此, 我们应该增加群体建言研究并

扩展其研究范围, 如：管理者管理有效性、工作

程序的优化、组织文化等。 

建言类型是影响建言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 

那么抑制型建言是否能够减少组织中的负向结果

(如组织腐败、反生产行为、管理管理), 也是未来

的研究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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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equential influence of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and  
its boundary conditions 

LI Fangjun; ZHENG Fenfang; YANG Qianyi; WANG Shuman 
(Management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all extant studies that investigated the consequences of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at different levels. Whil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our review has identified such consequences of 

employee voice as work performance, job attitud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voice endorsement, and 

subsequent voice behavior, at the group level (team or organization), we include group performance, group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and group turnover as three major outcomes of group voice. Inconsistent results 

were found at both levels and various boundary conditions were summarized by us to explain such 

discrepancy. Voice characteristics (voice type or strategy), voice maker status, voice target reaction, and 

voice context might decide the different finding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voice target and manager’s 

available resources might be the reason for such inconsistency at the group level.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examine the causes for managers' response to different types of voice, and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group voice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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